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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城市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传统

城市规划无法解决城市空间面临的全部

问题。在智慧城市建设的背景下，利用

个体时空行为大数据，从时空行为联动

的视角解决城市疑难问题成为可能。提

出城市时空行为规划的定义，从空间、

时间和行为等 3个维度构建城市时空行

为规划的框架，探讨其规划实现的目标、

路径和干预秩序。展望城市时空行为规

划在缓解交通拥堵、提高设施利用效率、

摆脱时间贫困和应对气候变化等 4个场

景的应用，以期为相关实践的探索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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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Spatial-Temporal Activity Planning: Concept, Framework and Prospect
WANG De, HU Yang

Abstract: The complexity of urban system determines that traditional urban planning

cannot solve all the problems in the use of urban spaces. In the context of smart

city develop, it is possible to solve tough urban problems by reorganizing urban

activates in space and time through the use of big data on human behaviors. The

concept of urban spatial-temporal activity planning is put forward, the planning

framework that integrates three dimensions of space, time, and behavior is

established, and the goals, path, and actions in planning are discussed. The

application of spatial-temporal activity planning is demonstrated through four

scenarios, namely, alleviating traffic congestion,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facility

use, eliminating time poverty, and coping with the climate change. The research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other relevant planning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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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在统筹城市发展和配置空间资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但城市系统的

复杂性决定了其无法解决城市空间面临的全部问题[2]。在城市的局部空间，仍然

存在许多矛盾积聚的疑难问题，如多重惯常人流会聚造成的常发性拥堵、设施服务与居

民需求的时空冲突、时间贫困和生活质量下降等。这些疑难问题的形成机制尚未得到充

分认识，也未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需要新的视角为其提供更有效的解决思路。

与此同时，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推动下，智慧城市建立的信息管

理和决策支持平台，能够帮助决策者更好地感知城市运行状态，找到解决城市问题的新

途径[3-4]。其中，借助智慧城市丰富的个体时空行为信息，可以支撑城市时空行为的规

划和管理，即从空间、时间和行为联动的视角来解决城市疑难问题，从而实现城市更高

质量的发展。

城市时空行为规划的提出也与时空行为研究的发展密切相关。时空行为研究以时

间地理学和行为地理学为基础，通过认识个体行为的规律、制约和决策等，解释城市时

空间结构对个体行为的塑造过程，形成“以形定流”的研究范式[5-7]。以解决实际问题

为导向的规划学者，围绕环境如何顺应行为偏好开展研究，将对行为的认识用于评估和

优化规划方案[8-10]，形成“以流定形”的空间规划方法[11]。从“形”和“流”的辩证关

系来看，如果二者能够相互结合并用来服务我们生活的城市，将赋予规划新的内涵——

空间、时间和行为的联动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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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时空行为规划的意义与

基础

1.1 规划提出的必要性

微观个体和宏观城市之间存在复杂

的相互作用关系，无论个体的行为决策

是否理性（个体视角），都可能对城市产

生负面影响[12]。其中：个体的理性行为

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因合成谬误

（fallacy of composition）而间接地损害到

城市总体利益；个体的非理性行为则因

认知偏差或信息不足等局限，对个人和

城市造成双重影响。这里将损害城市总

体利益并引发城市问题的行为称之为不

合理行为（总体视角），随着不合理行为

的不断累积和相互影响，城市问题变得

日益复杂且难以解决，不合理行为的存

在也成为城市时空行为规划的前提。因

此，从行为视角对城市疑难问题的成因

进行分析，并采取适当手段予以干预是

十分必要的。

时空行为优化又是现实中存在的过

程。人的行为是动态变化的，针对不合

理行为时刻都在自我调整。个体在复杂

城市环境中、多重制约条件下，会不断

地寻求遂行多目的的行为合理化，表现

为对个体时间的充分利用和目标完成的

最大满意度。行为的自调整过程，既是

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持续追求，也是城市

系统演化的基本动力，但是自调整经过

不断探索和反复试错，才可能达到个人

最优状态，而城市时空行为规划可以在

自调整过程中施加准确的干预，使其更

加快速、合理地达到总体最优。如果将

这一过程与城市问题的解决、城市空间

的发展相结合，那么在城市现代化治理

中就会获得新的思路和方法。

1.2 现实的时空行为规划场景

现实生活中存在不同规模、组织化

程度、目标复杂性的时空行为规划场景

（图1）。例如，学校的日常安排是一种参

与规模适中、组织化程度较高、目标简

单的时空行为规划，老师和学生在校期

间的行为模式以规律性的科研、教学和

生活等活动构成，只需要遵循学校的教

学计划和课程安排，便可实现各自任务

的有序进行。城市铁路和民航系统则是

一种参与规模大、组织化程度高、目标

单一的时空行为规划，按照行程班次表

便可实现物流和人流系统的有序运转。

由此可见，城市时空行为规划已经存在

于城市局部或某一系统之中，现在需要

将其拓展至更广泛的城市中，逐步实现

大规模、目标复杂、组织程度多样的城

市时空行为规划，相信这是未来智慧城

市发展的方向之一。

图1 现实场景中的时空行为规划
Fig.1 Features of different realistic sc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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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内外实践探索

1.3.1 时空表计划

时空表计划 （Territorial Timetable
Plan，TTP）是一项专注城市时间行动的

规划政策，在意大利率先制定并建立处

理该事务的时间办公室（time office），随

后在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地相继展

开[13]。该计划认为相比于调整设施的空

间布局，优化设施的开放时间更容易协

调居民的活动安排（图 2），规划内容主

要涉及设施开放时间的安排、个人工作

和休闲时间的平衡、个人时空可达性和

公共空间活力的提升等 4个方面。研究

表明，在不增加设施数量和延长服务时

间的前提下，通过对时间的统筹安排可

以使设施的利用效率提升70%[14]。
1.3.2 自愿出行行为改变计划

自愿出行行为改变计划（Voluntary
Travel Behavior Change，VTBC） 是一项

倡导绿色低碳出行的引导性规划，基于

对个体日常出行和活动模式的探索，为

其提供个性化的出行建议，如停车换乘

（park and ride，P&R） 的推荐、出发时

间和路径的选择等。目前，该计划以社

会 实 践 的 形 式 在 澳 大 利 亚[15-16]、 欧

洲[17-20]、日本[21]等地开展了许多个人和社

区层面的试点。其中，英国的交通评估

报告指出，该计划是一项可长期执行且

低成本高回报的政策，帮助英国预计在

未来10年减少11%的交通总量和21%的

高峰时段流量，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是实

施成本的10倍之多[17]。
1.3.3 预约出行

预约出行 （reserved transportation）
是一种在控制系统容量下给予个体自

由选择的出行时间规划[22]。北京交通发

展研究院选取早高峰期间需求量较大

的沙河和天通苑地铁站开展预约实践，

证实了预约出行的有效性[23]。结果表

明，每日早高峰预约地铁进站的用户

约 6000 人，帮助乘客平均节省 3—
5 min的排队时间，大部分用户对预约

图2 克雷莫纳时空表计划：Palestro商业街服务设施的开放时间表
Fig.2 Territorial timetable plan of Cremona: chronographic map on/off of timetables of commercial

and others services on Palestro street
资料来源：Mareggi，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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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的认可度高，认为预约服务方便

了早高峰出行①。

2 城市时空行为规划的框架与方法

2.1 框架构建

基于对城市空间问题与行为关系的

认识，以及现实场景和实践探索的梳理，

提出城市时空行为规划的定义：从空间、

时间、行为等 3个维度统筹安排城市空

间的动态配置，以空间、时间和行为的

联动优化实现城市更高质量的发展。具

体而言，时间和空间相互依存，并互为

行为的载体，其中，空间是行为的第一

载体，时间是第二载体。城市问题的产

生和解决都离不开与空间、时间和行为

的关联。行为既作为个体适应和改造时

空环境的手段，也是时空间影响和约束

个体的表现。利用这一纽带作用，规划

可以从引导行为的合理化来帮助城市塑

造高质量的时空间结构。反之也可以通

过优化时空间资源配置，从而改善个体

的不合理行为（图3）。

图3 城市时空行为规划的框架
Fig.3 The framework of urban spatial-temporal

activity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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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规划维度与干预秩序

城市时空行为规划包含空间规划、

时间规划、行为规划等 3个维度，既可

以是三者中某一要素的规划，也可以是

两者或三者的联动优化，但其目的都是

解决城市疑难问题，实现城市更高质量

发展。目前，城市时空行为规划已在交

通规划、旅游规划、社区生活圈构建、

智慧城市建设等领域产生深远影响[24]。
2.2.1 基本手段：空间规划

城市空间规划是一种常规性的干预

方式，通过功能分区、空间设计、设施

配置等方法，构建符合城市发展和居民

生活需求的空间格局，实现空间资源的

有效利用。空间规划已经具备了相对成

熟的规划方法和完善的法规体系，并能

够确保规划意图和设计思想的落实，所

以它是城市时空行为规划中的基本手段，

比其他维度的手段都成熟可靠。但是，

空间规划实施后所形成的建成环境是刚

性的，调整余地有限，在面对新问题和

新变化时，存在应变能力不足等局限。

相比之下，时间和行为具有一定可塑性，

可以灵活地调整以应对不同问题。

2.2.2 第二优先手段：时间规划

城市时间规划是一种非常规性的干

预方式，以安排公共和个人的时间节奏

为手段，包括强制性的时间管理和引导

性的时间建议 2个方面，是城市时空行

为规划的第二优先手段。时间管理通过

制度化手段，从总体层面协调公共设施

资源的时间分配，促使个体调整自身节奏

以适应新的变化，实现公共时间和个人时

间的耦合（同步或错峰） [25]。时间建议则

针对个体不合理的时间安排，提出并制定

相应的优化方案，实现个体或群体时间的

合理利用[26]。但每个人的生理时间节奏

具有一定刚性，使得城市公共时间和个

人时间的调整只能限定在一定范围内，

解决问题的效果也有限。总会存在总体

和个体无法调和的时间冲突，仍然需要

寻求其他视角来解决。

2.2.3 最后手段：行为规划

行为规划也是一种非常规性的干预

方式，但个体对于行为干预的敏感度较

高，使之成为城市时空行为规划的最后

手段，包括被动干预和主动干预 2个类

型。被动干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

通过改变外部环境或个体的选择机会，

使其被动地接受并响应来自政策、制度

或目标的要求。例如，预约出行和预约

就医等生活服务，通过选择带有一定约

束效应的时刻表或以其他成本为代价，

使个体在正常情况下必须按照其约定时

段从事某一活动，实现城市局部系统由

“低效无序”向“优化有序”的转变。但

被动干预也常常因推行成本高、公众抗

拒以及政治压力等原因而难以实施[27]。
主动干预则是“自下而上”自愿优化行

为的方式，通过提供更加充分（或片面）

的信息，并结合特定的说服技巧、社交

营销等手段[28]，帮助个体改变看法、认

知和意图[19]，使其自愿且主动地接受来

自系统的优化建议，从而产生持续性的

行为影响[29]。例如，提供个性化的出行

建议，可以促进个体社会态度的转变，

减少不合理出行的发生，达到缓解交通

拥堵和减少空气污染等目的[30]。这一方

式与 Thaler等提出的助推（nudging）观

点类似，因实施成本低、公共接受度高、

影响可持续而受到公共管理部门的推崇，

目前在旅游规划、移动性管理、市场营

销等领域积累了一定实践经验。

在面对具体问题和目标时，采用主

动还是被动干预的方式，取决于个体和

社会所处的情境。在多数情况下，城市

时空行为规划为个体提供更好的、容易

接受的、调整幅度较小的优化建议，引

导个体时空行为的逐步合理化。但在涉

及公共利益、生命安全以及资源短缺等

重大问题时，城市时空行为规划将以强

制性（如被动干预、时间管理等）的方

式介入，确保城市基本功能的有序运行。

总之，城市时空行为规划的 3个维

度及其干预秩序，既能够确保大部分问

题在空间规划维度下得以解决，又能够

在面对疑难问题时，通过时间和行为规

划的介入获得有效解决。

3 城市时空行为规划的目标与

路径

城市时空行为规划以实现城市总体

（或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分配到个

体而言，其目标是避免不必要的时间浪

费，实现个体时间的充分利用，以确保

充足的休息、娱乐和工作时间创造更多

价值。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从空间、时

间和行为的联动视角出发，针对不合理

行为的问题成因、作用效果和调整难度

进行诊断（图 4），从而选择适宜的干预

手段和制度合理的规划方案。

3.1 规划目标：个体最优与总体最优

城市时空行为规划同城市规划一样，

以实现城市总体（或公共）利益最大化

为目标，对总体（或公共）利益的考量

和坚守也成为其价值观的核心内容[31]。
在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会

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行为，找到与周围

环境最大程度匹配的活动模式[32]，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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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利益最大化。但个人最优无法代表

总体最优，在民主制度下（自愿自发地）

不可能得到令所有人满意的结果 [33]，
甚至可能导致社会整体福利的停滞或下

降[12]，使城市陷入“囚徒困境”或造成

“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

所以，在个体自调整的过程中，城市

时空行为规划施加准确的干预，才是实

现城市总体 （或公共） 利益最大化的

关键。

3.2 问题与行为的关联诊断

3.2.1 问题成因：非理性和理性行为

从问题产生的原因来看，个体非理

性行为、个体理性行为与总体理性的冲

突都可能引发城市问题②。
一方面，由于环境的复杂性、信息

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

人的行为理性是有限的而非完全理性[34]。
人们会因认知偏差、启发式思考或信息

有限而产生错误的判断，行为决策的标

准往往是寻求满意而非最优决策[35]。Ari⁃
ely[36]将其称之为可预见的非理性行为

（predictably irrational），Shogren等[37]将此

类偏离选择模型预测的行为统称为行为

失灵（behavioral failure）。非理性行为的

发生既会损害个人利益，也会对城市总

体利益产生消极影响，因而对非理性行

为的优化不仅有利于个人也有利于城市

发展。

另一方面，即使个体实现完备理性，

也会因无法判断系统发展的态势，在追

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不经意地损害到

城市总体利益[12]。例如，在节假日开车

去往旅游景点时，大多数游客都希望留

出更多的游玩时间而选择早出发，若每

个人都这样做，会造成去往该地的道路

出现严重拥堵，反而浪费了所有人的游

玩时间。通过认识城市问题的产生机制，

识别造成问题的行为主体，有助于城市

时空行为规划针对不同人群选取适当的

干预手段。

3.2.2 作用效果：惯常和随机行为

有限理性使人们倾向于维持现有状

态，形成不经深思熟虑且有规律可循的

惯常行为。人们会因惰性、拖延、缺少

自控力等习惯而偏离自身偏好，做出不

符合自身长远利益的行为决策[38]。甚至，

超过 90%的决定是由过去经历而做出的

惯常决定[39]，即便决策不符合自身利益，

改变现状的成本很低，但依然会表现出

明显的现状偏差 （status quo bias）。例

如，日常开车出门的居民，即使存在更

优的出行替代方案也不轻易做出改变，

从而加剧了道路拥堵和更多的碳排放等

问题[36]。
此外，当人们面对特殊情况做出临

时性决策时，会产生对城市而言无法预

测的随机行为，容易打破或扰乱城市既

有的规律和秩序，给城市带来更多的不

确定性。例如，面对突发状况的人流拥

挤，个体在未掌握紧急疏散路线时慌乱

逃离，容易引发踩踏或伤亡事件。

从行为作用于城市问题的表现和效

果来看，惯常行为的发生频次高、发生

量大，行为模式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经过

不断调整，因而其行为的不合理部分占

比相对较低，但会对城市产生稳定且持

续的影响③。随机行为的发生频次较低、

发生量小，行为模式具有一定随机性和

盲目性，其不合理部分占比相对较高，

会对城市产生短暂且不可预估的影响。

相比而言，惯常行为的不合理部分虽然

数量较少，但对城市的常态影响效果显

著，因此城市时空行为规划以识别和调

整惯常行为的不合理部分作为主要内容。

随机行为对单一事件的空间问题有较大

的影响，需要个案研究解决对策。

3.2.3 调整难度：弹性和刚性行为

时间地理学指出，个体行为在时空

环境下受到 3种制约：能力制约、权威

制约和组合制约，同时也会受到其所在

活动地域的“地方秩序”影响[40]，使个

体行为必须在所受时空制约条件下遵循

组织秩序来安排自身活动[41-42]。根据个

体行为所受制约强度可划分为弹性和刚

性行为，其中：弹性行为未受到过多制

约，能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及时进行

自我调整；而刚性行为在多重因的素制

约下无法自行调整，需要外部干预的

介入[43]。
如果将弹性和刚性行为与所受时空

间制约相结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空间

刚性、空间弹性、时间刚性和时间弹性

等 4种类型（图 5），其中空间刚性和时

间弹性是较为常见的类型。例如：对于

空间刚性人群，以空间作为载体的活动

常常具有地点固定的特征，在日常生活

中形成居住地和工作地 2个重要锚点，

个体日常出行和活动安排会围绕这 2个
锚点展开[44]。对于时间弹性，每个人都

拥有平等的时间资源，在面对同一事物

或活动时，并不一定会做出相同的时间

安排，如有人愿意将复杂工作安排在早

上完成，有人则选择下午或者改天完成，

这体现了个体时间安排的灵活性。

图5 不同活动的时空制约强度示意
Fig.5 Spatial-temporal constraints of different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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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干预进行调整难度的划分，为

进一步制定精细化的规划方案提供依据，

这也成为城市时空行为规划区别于传统

公共政策的优势所在，使其在尽可能不

损害个体利益的前提下，对不合理行为

进行差异化的引导和干预。

图4 问题与行为的关联性
Fig.4 Correlation of problem and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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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与展望

4.1 若干思考

城市时空行为规划充分发挥了时间

和行为规划的灵活性，弥补了刚性空间

规划的不足，所提出的引导性干预又能

够确保个体获得自由选择的机会，使其

具有“弹性规划”的特征。同时，城市

时空行为规划也不是全局性规划，不需

要对城市中每个人和所有的时空资源进

行详细安排，但要求在解决局部问题时

具有系统性思维。

城市时空行为规划也需要规划师对

规划概念有认识上的创新，它是一种全

生命周期的动态规划模式，其成果不仅

包括规划文本和图集，也包括数据采集、

信息传播、问题解析和引导干预等多个

子系统的建立[45]，以上这些内容需要大

数据和新技术的支持，这也是城市时空

行为规划在智慧城市背景下提出的重要

原因。随着智慧化建设的推进，参与规

划建设的主体可能从规划设计单位向多

元社会力量转变[46]。其中：政府仍然是

顶层设计、宏观把控和实施监管的主体，

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到城市时空行为

规划的建设当中；科技公司的参与能帮

助政府和规划设计单位实现技术赋能，

如华为、腾讯和阿里等公司目前已经逐

步参与到城市智能化管理和建设当中；

电信运营商的协作则能加强对城市运行

状态的监管，如新冠疫情期间提出的

“时空伴随者”概念，用于识别潜在风险

人群并为疫情防控提供精准帮助。

此外，城市时空行为规划容易被公

众误解为对行为的操控，进而激发个体

自由意志的抵触，这是规划实施过程中

可能面临的难题。但是，城市时空行为

规划语境下的自由，应理解为在相同城

市时空环境限制下，通过对自身不合理

行为的调整，获得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

反而充分保证了个体的自由[47]。事实上，

适度干预是实现更大限度个体自由的前

提，规划干预也不是为了社会某一群体

获益或损害某一方利益，而是期望通过

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实现受益于每个

人的规划[48]。因此，城市时空行为规划

是一种公众深度参与的规划形式，也是

对“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的积极响应。

4.2 应用场景

4.2.1 缓解常发性拥堵

城市道路网络中的关键节点长期存

在着拥堵问题，严重影响了城市的运行

效率，而通过控制交通信号灯、新建或

扩建道路等方式仍然无法有效解决。从

时空行为的角度来看，常发性拥堵是居

民出行和活动安排在关键路段所形成的

时空冲突。基于这一认识，城市时空行

为规划对拥堵路段经过人群进行长周期

的行为特征和模式挖掘，分析其受到的

“地方秩序”和时空制约，进而识别经过

人群的不合理行为（包括时间、目的地、

路径选择等）。通过“地方秩序”的调整

或对惯常人群及其行为进行优化，避免

由于时空冲突造成的多重人流会聚，达

到缓解常发性拥堵的目的。例如，早高

峰期间造成道路拥堵的通勤人群，主要

受到上班时间和上班地点的约束，通过

企业排班制度的优化和对弹性工作人群

出发时间的引导，可以有效缓解早高峰

期间的道路拥堵，减少通勤过程中的时

间浪费。

4.2.2 提升设施利用效率

有限的城市空间资源和多样化的居

民需求，容易造成资源配置在空间分布

和时间分配上的不均衡，出现部分设施

时空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城市时空行

为规划在设施既定的空间格局下，能够

从时间和行为 2个维度的联动，统筹安

排设施的开放时间，或提供个性化生活

服务，实现服务能力和活动需求的时空

匹配，从而缓解设施供给和居民需求在

时空利用上的矛盾[49]。例如：预约制度

通过分时段流量的调控，既能实现居民

需求的再均衡化，又能降低服务设施的

管理成本；将下班后办公用地的停车场

调整为公共停车场，缓解社区停车压力

等，从而提升服务设施的利用效率。

4.2.3 摆脱时间贫困

随着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时间贫

困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人们

能够感受到对时间掌控的能力在逐渐减

弱。若长期处于时间贫困状态，可能对

生活质量和个人健康产生深远影响，如

家庭满意度下降、工作和生活无法平衡

以及过度劳累和倦怠等[50]。充分利用时

间资源和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浪费，成为

摆脱时间贫困的重要途径。城市时空行

为规划帮助个人重新组织和安排碎片化

的活动，在不影响活动完成的前提下，

尽可能保留出完整的可自由支配的时

间[51-52]。例如，午间外出就餐时，通过

整合个人偏好、就餐前后的地点要求、

外出时间预算和排队时间等信息，向居

民推送合适的餐馆和出行方式，规避由

拥堵和排队等产生的无效时间，实现个

人时间的充分利用[53]。
4.2.4 应对气候变化

面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挑

战，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目

标，以推动城市向绿色、低碳和可持续

发展的方向转变。然而，目前居民日常

出行和活动所产生的CO2等温室气体已

经过量，成为城市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重

要难题。城市时空行为规划通过将个体

时空行为与城市空间能耗信息相匹配，

精细化地计算个人碳足迹，识别高碳排

放人群及其发生高能耗行为的时间和地

点，构建个人“碳账户”，将城市居民的

出行和活动系统纳入碳交易体系，利用

碳普惠激励机制，或结合信息提供、社

会比较和说服教育等方式[54]，引导高碳

排放人群生活方式的转变，实现城市节

能减排的发展要求[55]。例如，对人们每

日出行和活动进行环境友好评分，通过

积分兑换商品，或消耗积分预约最佳出

行时段等方式，促使居民逐渐养成绿色

低碳出行的习惯，产生可持续的影响

效果。

4.3 展望

在智慧城市建设的背景下，利用大

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城市时

空行为规划能够从居民的出行和活动系

统中剖析城市空间及其发展所面临的疑

难问题，并结合空间、时间和行为联动

的视角，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

可能。尽管城市时空行为规划与传统城

市规划存在诸多差异，但二者并不冲突，

正如Hall[56]将城市规划定义为“一种广义

的行为——创造一系列有序的活动，以实

现一个或多个特定的目标”，城市时空行

为规划可以被理解为是城市规划（空间

规划维度）的延伸，它不仅拓展了规划

师施展才能的空间（要求规划师掌握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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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知识体系），也是规划学科适应当

前城市发展的客观需要，使其朝着精细

化、科学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并为城

市规划与时间地理学、行为地理学等多

学科的结合提供了新的契合点。

随着万物互联和数字孪生时代的到

来，将会出现更多意想不到的生活场景，

改变人们对于以往生活方式的认知，进

而带来新的城市空间问题和发展要求，

这些都将为城市时空行为规划的实践提

供新的切入点。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

为作者绘制。

注释

① 详见《新京报》：北京试点地铁预约出行，

乘 客 平 均 节 省 3—5 min 排 队 时 间 .

https：//www. bjnews. com. cn/detail/

16004203611 5197.html。

② 不合理行为从总体视角出发，理性和非理

性行为则从个体视角出发。

③ 上海市手机信令数据追踪居民的活动规律

性研究表明，84%的行为是惯常行为（王

德，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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